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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恐怖袭击风险感知是指人们对恐怖袭击发生可能性、潜在危害性的判断以及相应的情绪反应。由于

恐怖袭击具有人为性、不可预测性和手段多样性等特点, 因此对该领域风险感知的研究有着区别于其他风险

感知的独特性。目前, 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研究框架包括心理测量范式、文化理论和社会放大框架。媒体因素、

个体差异和情绪状态成为影响民众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重要变量。未来可着眼于深入探究恐怖袭击风险感知

的测量方式、分析民众加工恐怖袭击信息的认知心理过程、开展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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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世界上诸多国家均面临着越来越严

峻的恐怖袭击威胁。像 2015 年爆发的“11·13”巴

黎恐怖袭击, 2014 年发生在我国的“3·1”昆明火车

站暴力恐怖案以及“5·22”乌鲁木齐爆炸等事件 , 

至今仍令我们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不可否认, 如

何应对恐怖袭击已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巨大挑

战之一。 

尽管恐怖袭击并非一个新的现象, 但直到美

国的“9·11”事件发生后 , 学界才表现出对恐怖袭

击的强烈关注(Schmid, 2011)。其中, 恐怖袭击风

险感知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Deisler, 2002)。恐怖

袭击风险感知是指人们对恐怖袭击发生可能性、

潜在危害性的判断以及相应的情绪反应(Slovic, 

1987, 2002)。恐怖袭击会给民众带来恐慌, 使他们

对经济发展失去信心并对政府保护民众的能力产

生怀疑(Fischhoff, 2011)。不仅如此, 这种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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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及其诱发的行为反应, 对社会、政治以及

经济造成的影响 , 可能远远超越了灾难本身

(Burns & Slovic, 2012)。在这样的背景下, 加深理

解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对于相关管理部门和普通

民众都有很重要的意义(Andersson, 2011; Robinson 

& Hammitt, 2015)。 

尽管恐怖袭击同属于风险事件, 与其他风险

有着相似的特质 , 但恐怖袭击事件有其独特性 , 

可能会引发人们更多的担忧(Burns & Slovic, 2012)。

总体来讲, 恐怖袭击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人为

性、不可预测性以及手段的多样性。首先, 恐怖

袭击具有典型的人为性特点, 是一种人为的灾难

事件(Goldstein, 2005), 并且以制造社会恐惧为目

的(Peleg & Mass-Friedman, 2013); 其次, 恐怖袭

击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Goldstein, 2013)。人

们感觉此类危险更加不可预测, 更可能发生在人

们认为“安全”的地方(Dougall, Hayward, & Baum, 

2005), 对此类事件的控制感极低(Reedy, Gastil, & 

Gabbay, 2013), 而较低的控制感又是诱发强烈“担

忧 ”情绪的因素之一 (Lee, Lemyre, & Krewski, 

2010); 第三 , 恐怖袭击手段具有多样性(化学物

品、生物毒素、简易爆炸物或者核物质等手段) 

(Ruggiero & Vos, 2013, 2015), 这既增加其不可预

测性, 又增强了信息本身令人恐惧的程度。因此, 

对恐怖袭击风险事件的研究决定了其特殊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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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实际意义, 具体来说即无论是经典的研究

框架应用于恐怖袭击领域时, 还是考虑影响风险

感知的具体影响因素时, 恐怖袭击领域的研究都

不同于其他领域的风险感知的研究。 

基于此, 本文拟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相关

研究做出梳理。首先概括学者们研究此领域时常

用的框架, 了解人们如何研究恐怖袭击风险感知; 

然后讨论影响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 最

后对于当前研究局限和未来可以深入的方向做出

一定的讨论和展望。 

2  主要研究框架 

在风险感知研究领域中, 有三种主要的研究

框架：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的文化理论和风险的

社会放大框架。这些研究框架被应用于风险感知

研究的各个领域, 但具体在恐怖袭击领域, 又有

一些区别于其他领域的特点。下面依次介绍这些

研究框架。 

2.1  心理测量范式 

风 险 感 知 的 心 理 测 量 范 式 (psychometric 

paradigm)由 Slovic 等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

其基本假设是人们对风险事件的感知是主观建构

的, 尤其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对风险事件的感

知是基于风险事件的质性特征, 不过, 要实现对

风险感知的量化研究可以采用心理测量的方式

(Slovic, 1992)。建立在此假设的基础上, 早期的研

究者们借鉴了心理学中人格测量的方法, 运用调

查问卷, 询问人们对不同事件的风险和收益感知

的偏好(e.g., Starr, 1969; Fischhoff, Slovic, Lichtenstein, 

Read, & Combs, 1978)。这些研究得到了许多影响

民众风险感知的风险性事件的特征, 包括个体的

自愿性、影响的即时性、事件新奇性及可控制性、

人们对该事件的熟悉程度以及是否对后代有影响

等等(Fischhoff et al., 1978)。 

如果将人们评估风险事件时所依据的所有维

度同时考察, 将会导致测量风险感知的问卷极为

冗长(Jenkin, 2006), 于是 Slovic (1987)采用因素

分析的方法, 得到了较为稳固的两个因子, 其中, 

“忧虑性(dread risk)”维度主要包括风险的不可控

程度、令人恐惧的结果、潜在的悲惨结局、感知

到的不公平以及恶劣影响是否会扩大等因素; 而

“未知性 (unknown)”维度则主要包括风险的无法

观测性、科学上无法解释、灾难后果的延迟性和

事件的新奇性等。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大多数风

险性事件都会落在由这两个维度所确定的二维空

间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中, 用平面二维

坐标轴来表示 , 即横轴代表风险的忧虑性特征 , 

从左到右代表着风险事件的忧虑性越来越高; 而

纵轴代表着风险的未知性特征, 从下往上代表着

风险的未知性越来越高, 这样, 坐标轴上的位置

也反映了风险事件在民众心目中的严重程度

(Slovic, Fischhoff, & Lichtenstein, 1979)。 

在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研究中, 心理测量范

式得到了广泛地应用(e.g., Boholm, 1998; Siegrist, 

Keller, & Kiers, 2005; Sjöberg, 2000)。不过, 由于

恐怖袭击风险事件是典型的人为性的灾难, 而心

理测量范式所包含的维度原本起源于科技与自然

灾难, 因此, 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测量仍需具

体情况具体考虑。不同的学者根据对恐怖袭击风

险感知研究目的之不同, 灵活地选取用于测量风

险感知的维度(Bassarak, Pfister, & Böhm, 2015)。

例如 Lee 等(2010)的研究目的是探讨恐怖袭击风

险感知区别于其他类型风险感知的独特性, 故选

用的测量维度较为全面, 既有不确定感、可控性、

感知到的威胁性等认知维度, 又包括焦虑性这一

情绪维度; Caponecchia (2012)的研究则仅仅选用

了可能性维度, 这是因为他只是想考察民众对恐

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是否存在偏差 ; 

而 Gibson, Lemyre 和 Lee (2015)意在检验风险感

知对行为反应的影响 , 因此在测量风险感知时 , 

除了包含常用的可能性、严重性维度之外, 还测

查了个体受到的影响程度和应对效能感等与行为

指标更密切相关的维度。如此可见, 虽然对恐怖

袭击风险感知的研究借鉴了心理测量范式经典思

想, 使得研究者们能够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进行

量化测量, 但由于恐怖袭击事件的独特性, 又必

须灵活选取不同的维度从而实现对恐怖袭击风险

感知的测量, 进而满足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恐怖

袭击这一独特的风险事件感知的研究不仅丰富了

风险感知领域的内容, 同时扩展和更新心理测量

范式的相关理论和内涵。 

心理测量范式是风险感知研究领域最重要的

研究框架之一(Sjöberg, Moen, & Rundmo, 2004)。

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研究不可能脱离心理测量

范式的思想。首先, 心理测量范式为如何测量个

体的恐怖袭击风险感知提供了理论框架指导;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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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它解释了风险沟通中的专家与大众风险感知

差异的问题, 即人们依靠不同的维度感知风险事

件(Krewski, Turner, Lemyre, & Lee, 2012), 这可能

有助于更好地向民众报道和解释恐怖袭击事件 , 

避免民众陷入恐慌和无助的境地; 第三, 在发现

不同群体的恐怖袭击风险感知存在差异之后, 心

理测量范式也有所发展, 开始综合地考察事件特

征与各种社会因素(如信息来源、渠道、社会信任

等)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试图更加深入理解民众感

知恐怖袭击风险的心理机制。 

2.2  文化理论 

除了心理学的视角外, 学者们也从社会学的

视角研究了风险感知问题, 更多地将个体对风险

的感知放在文化、关系群、组织或生活方式的背

景中进行研究(e.g., Kaptan, Shiloh, & Önkal, 2013)。

在社会学视角下, 风险感知的研究方法发展成为

了风险的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 of risk)。风险的

文化理论认为, 是受组织规则驱动的制度作为一

种积极的感知者, 决定了管理中哪些风险应当得

到重视(Douglas, 1985)。从此视角来看, 影响个体

是否害怕某种风险的最重要的因素并非个体的认

知过程(如健康威胁感知、失去控制感等), 而是所

处社会群体所共享的世界观, 即文化偏差决定了

个体的感知(Dake, 1992; Wildavsky, & Dake, 1990)。

简单来讲, 文化理论认为个体所处的文化制度、

社会价值观是决定他们风险感知存在差异的重要

因素(Douglas & Wildavsky, 1983; Rayner, 1992)。 

建立在早期的文化理论上, 研究者们得到了

价值观和风险感知的相关, 拥有不同价值观的群

体有着不同的风险感知(Dake, 1991, 1992)。如按

照 Dake 的文化价值观分类标准, 将群体分为宿命

论者(fatalism)、等级主义者(hierarchy)、个体主义

者(individualism)和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ism)。其

中, 等级主义者倾向于信任权威, 也更加关注那

些威胁社会秩序的风险; 而平等主义者则常常对

权威持怀疑态度, 更加关注那些由于社会制度不

公而带来的风险问题 ; 个体主义者面对风险时 , 

倾向于基于自己的选择而做出最大努力; 宿命论

者则倾向于将各种事情看成是命运和机会的结果, 

面对风险他们觉得无能为力(Dake, 1992)。鉴于恐

怖袭击事件是一种典型的挑战社会秩序的风险性

事件, 由此可以假设, 等级主义者将更加关注、更

加不愿容忍恐怖袭击威胁。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

一点, 如 Marris, Langford 和 O’Riordan (1998)的

研究中发现等级主义的世界观和恐怖袭击风险感

知有显著的正相关。近年来, 其他学者采用不同

的价值观分类标准, 例如 Kaptan 等人(2013)采用

Schwartz (1994)的人类基础价值观作为分类根据, 

研究了价值观和恐怖主义风险感知的关系。结果

显示：自我导向价值观与对恐怖主义风险事件的

负性情绪反应为负相关, 而安全价值观则和负性

情绪反应呈正相关; 享乐主义、刺激寻求型价值

观与感知到的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可能性以及后果

严重程度呈负相关。由于恐怖袭击是一种人为性

灾难, 以制造社会混乱、挑战当前社会秩序为目

的(Goldstein, 2005; Peleg & Mass-Friedman, 2013), 

由此, 社会价值观显然也会影响人们对恐怖袭击

的风险感知。这样来看, 文化理论似乎是解释不

同群体的人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差异的

有力工具, 对理解民众的恐怖袭击风险感知具有

独特的价值。 

Olofsson 和 Öhman (2015)进行的研究也非常

典型地反映了文化理论的思想和价值 , 他们提

出：对风险感知的研究, 除了揭示不同群体在风

险感知和行为反应上存在差异这一现象之外, 还

有必要考虑文化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作用 , 

从而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 进一步深化理解风险

感知的群体差异。这一点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

跨文化研究有重要的启示。而且, 恐怖袭击事件

的发生, 往往有着社会的、宗教的、文化的、历

史的以及政治的等复杂的原因, 因此, 文化理论

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研究有着更为特殊的价值

和意义。 

2.3  社会放大框架 

风险社会放大框架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由 Kasperson 等人(1988)提出, 旨

在描述心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何互相作

用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其核心观点为一次事

故或者一次恐怖袭击事件, 将会与民众心理、社

会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等发生交互作用, 进而放大

或缩小人们对该事件的风险感知(Kasperson et al., 

1988; Masuda & Garvin, 2006)。社会放大框架借助

于沟通理论中的信号放大效应来解释风险的传播, 

尝试说明风险信息将如何通过复杂的传递机制影

响公众的心理感知(Mase, Cho, & Prokopy, 2015)。 

根据社会放大理论, 由于恐怖袭击事件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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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所产生的危害可能

远不止于它所带来的直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而

是 会 通 过 社 会 放 大 带 来 进 一 步 的 次 级 危 害

(Kaptan et al., 2013)。例如美国的“9·11”事件发生

后, 出于对空难的担忧, 人们更多地选择开车出

行, 因而造成了交通事故的大幅上升(Gigerenzer, 

2004)。而 Fischhoff, Gonzalez,  Lerner 和 Small 

(2012)也曾提出 , 恐怖袭击事件信息传递过程中

的各种因素, 都会影响恐怖袭击所造成的后果(如

民众的恐惧、焦虑、不确定感以及对政府管理机

构的低信任度)。例如媒体的报道(Rubin, Amlôt, & 

Page, 2011)、报道该事件所采用的语气(Sorribes & 

Rovira, 2011)、信息交流的策略(Rogers, Amlôt, & 

Rubin, 2013)以及其他人的反应(Burns & Slovic, 

2007)等都将会给恐怖袭击风险感知带来显著的

影响。 

恐怖袭击风险的人为性和特殊目的性, 造成

了民众对恐怖袭击的风险感知随时变化, 且很容

易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对民众的恐

怖袭击风险的研究更加需要社会放大理论思想的

指导。例如：在社会放大框架思想的指导下, Burns

和 Slovic (2007)曾经提出了一个动态的模型。该

模型形象地说明了在恐怖袭击发生后, 媒体调查

强度、媒体报道数量、沟通干预的延迟和死亡人

数的消息等因素与民众行为反应会发生复杂的相

互作用。具体来说, 最初的恐怖袭击事件引发媒

体的报道, 媒体报道数量的上升进而引起民众担

忧程度的上升, 民众关于此事的议论增加, 也使

民众进入了一种更为担忧的状态; 而有关死亡人

数的消息和干预的延迟又进一步加剧了媒体报道

的强度, 民众感知到的媒体报道强度又反过来加

剧了民众的恐慌。这一研究非常典型地体现了 , 

正是由于恐怖袭击风险事件的特殊性, 造成了其

不同于其他领域风险感知的特质。也就是说, 恐

怖袭击风险事件更容易在社会群体、组织之间传

播, 从而与社会中各种传播介质一道起作用, 形

成非常复杂的、随时变化的风险感知状况。这样, 

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复杂变化的研究同时也丰

富和发展了社会放大框架的相关理论模型。 

从总体来看, 风险感知领域存在的这三种研

究框架, 反映了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研究领域跨学

科的特点。心理测量范式更多体现的是心理学的

思想, 强调对风险感知进行微观心理层面的量化, 

目前这一方法学层面的框架得到了风险感知领域

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和应用。文化理论的思想

更多体现了社会学的思维, 目前从文化、亚文化

群体或价值观等层面来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进行

的研究基本都源于这一思想。而风险社会放大框

架反映了传播学的思想, 它虽然也寻求考察风险

感知的影响因素, 但其更多的是强调信息传播过

程中存在多种因素的动态作用, 要综合地理解风

险感知的问题。可以看出, 这三种理论框架并不

是矛盾的, 而是形成了一种互相补充、互为完善

的学科态势, 在该领域具体的研究中, 学者已经

能够从应用角度出发, 综合地考虑、运用这三种

思想, 化入自己的设计之中。 

3  影响因素 

恐怖袭击风险感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首

先 , 恐怖袭击事件相关信息经由媒介主体传播 , 

传播过程中的介质会同风险信息一道起作用, 影

响人们的风险感知; 其次, 人们作为恐怖袭击事

件信息的接受者与加工者, 自身的特征会影响到

他们的风险感知情况, 并且除了稳定特质外, 人

还有其状态性, 情绪也将会对风险感知存在重要

的影响。下文按此顺序依次介绍影响恐怖袭击风

险感知的因素。 

3.1  媒体因素 

媒体在恐怖袭击风险感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相对低频率性, 使得对

此危害事件具有直接经验的人非常少, 人们通常

经由媒体了解恐怖袭击事件 (Ben-Zur, Gil, & 

Shamshins, 2012; Holman, Garfin, & Silver, 2014; 

Silver, et al., 2013)。因此媒体因素会对民众的恐怖

袭击风险感知有较大的影响(Guasti & Mansfeldova, 

2013)。影响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媒体因素主要

有：媒体报道频率、媒体报道策略和媒体是否值

得信任。 

媒体报道频率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有重要的

影响。如 Rubin 等(2003)的研究发现, 越是主动观

看恐怖袭击报道的人, 就会越害怕恐怖袭击活动, 

同时, 其安全感也越低。媒体报道频率除了对个

体自身情绪感知有影响外, 也会影响到个体对恐

怖袭击发生可能性等认知评估。Nellis 和 Savage 

(2012)的一项研究发现：暴露于恐怖袭击信息的次

数越多, 就会认为自己和他人遭遇恐怖袭击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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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就越大, 而且认为别人也会感知到更大的恐

惧。然而, Cui, Rosoff 和 John (2016)的研究结果发

现, 影响个体风险感知的因素是恐怖袭击发生频

率的变化趋势(上升或下降), 而不是恐怖袭击发

生的频率。这同之前的研究结果并不矛盾, 实际

上, 这恰好可以说明个体对恐怖袭击的风险感知

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对外部风险的主观解释 , 

然而该研究的不足之处却是并未关注个体对频率

变化的主观认知解释, 例如：根据风险感知的社

会认知视角, 个体感觉到的政府对整体安全的把

控能力也许是影响个体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一点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考察。 

除了报道频率外, 媒体对恐怖袭击事件报道

所采用的策略很重要。Wood 等人(2012)的研究发

现, 新闻媒体的交流策略会影响民众的风险感知, 

例如与关注风险事件的危险性相比, 报道如何应

对风险事件将是有效增加民众心理弹性, 降低风

险感知的重要手段。另外, 在“9·11”事件发生后, 

对核心价值观的再确立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降低风

险感知的策略(Ulmer & Sellnow, 2002), 如呼吁民

众蔑视恐怖分子,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宣扬

爱国主义等等。 

由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更具有灵活性和人

为性, 而且恐怖袭击往往会同时在不同地点发生, 

这造成了恐怖袭击一旦发生, 则谣言四起, 真假

难辨。在这样的情形下, 人们对事件的判断更多

地依赖于媒体, 因此, 媒体是否值得信任将影响

到民众的风险感知 (Veil, Buehner, & Palenchar, 

2011)。许多的研究探讨了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和风

险感知的关系(e.g., Bronfman & Vázquez, 2011; 

Knuth, Kehl, Hulse, & Schmidt, 2014)。这些研究表

明, 民众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是风险感知的重

要预测因素之一(Keller et al., 2012), 低信任度可

能会导致较高的风险感知(Sparf & Öhman, 2014)。

甚至有研究发现, 即使是信息是负面的消息, 只

要个体相信信息源, 也能降低风险感知(Wachinger, 

Renn, Begg, & Kuhlicke, 2013)。Luhmann (1979)

的观点也许为此提供解释, 他认为信任是个体在

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降低焦虑、简化复杂情景的有

效策略, 另外, 高信任度也可能使得民众相信政

府会做出保护性的风险应对行为, 因此高信任度

能够很好地缓解因不确定而产生的风险感受。 

3.2  个体差异 

个体因素(如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以及社

会地位等)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重

要 (Mumpower, Liu, Stoutenborough, & Vedlitz, 

2013), 但却常常起到缓和或放大的作用(Wachinger 

et al., 2013)。在恐怖袭击灾害风险感知的研究中, 

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以及负性生活经历

等因素也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首先, 在性别方面, 相关研究颇为丰富。研究

结论也相对来说较为一致, 都显示女性有更高的

风险感知(Burns & Slovic, 2009)。例如：研究发现, 

女性同男性相比, 情绪反应更强烈并感觉到更严

重的后果(Kaptan et al., 2013)。还有研究也显示, 

同男性相比, 女性认为恐怖袭击发生可能性、总

体危害性和个人受影响的程度均较高, 而自身的

应对效能感较低 (Gibson et al., 2015)。Sutton, 

Robinson 和 Farrall (2011)的解释也许可以说明为

何男女会存在这种差异, 他们提出, 与女性相比, 

男性表达恐惧或害怕等负性情绪受到更大的社会

压力。也就是说, 男性认为表现出对危险性事件

的恐惧情绪会受到更多的社会压力, 而女性则没

有此方面的担忧, 因此, 尽管男性和女性的恐惧

等消极情绪并无差别, 但男性更不愿意承认, 由

此, 导致了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风

险感知。 

在受教育水平方面 ,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 

应对效能感也越高, 同时也认为恐怖袭击事件的

可能性、总体严重性程度以及自身受到影响的程

度较低(Gibson et al., 2015)。在 2003 年针对纽约

市的一项调查显示, 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是导致高

风险感知和更强的恐惧的一个因素 (Boscarino, 

Adams, Figley, Galea, & Foa, 2006)。另外, 在澳大

利亚的一项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通过随机拨号的

方法, 调查了 2081 名澳大利亚的 16 岁以上的居

民, 结果也发现了与那些有大学学历的人们相比, 

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风险感知更高(Stevens, 

et al., 2009)。不过, 研究者们提出仅把受教育程度

看为人口学变量不足以解释相关关系背后的心理

机制, 受教育程度带来的风险感知的差异可能是

因为受教育程度背后涵盖的社会认知的差异(Lee 

& Lemyre, 2009), 例如受教育程度越高, 对政府

的信任程度就越高(Gin, Stein, Heslin, & Dobalian, 

2014), 对政府等管理部门的信任越高, 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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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越低(Sparf & Öhman, 2014)。另外, 也有研究

者(Lazo, Kinnell, & Fisher, 2000)认为受教育程度

的增加也可能带来控制感的升高, 从而引发风险

感知的降低。 

关于收入对风险感知的影响, 研究总体上显

示了经济收入较高的个体有相对较低的风险感知, 

如 Lee 和 Lemyre (2009)的研究结果中, 经济收入

和感知到的风险发生可能性呈负相关, 同时与对

恐怖袭击事件的担忧程度也呈负相关。Mumpower

等人(2013)的研究也表明收入与感知到的恐怖袭

击可能性和危险性呈负相关。此外, Gibson 等人

(2015)的研究也支持了相似的结果。经济收入对恐

怖袭击风险感知的影响, 可能是由于不同收入的

个体获取外界信息难易程度、自我保护效能等方

面的不同。经济收入较高的个体可能有更多的信

息获取渠道(Gin et al., 2014)和更高的应对效能感

(Gibson et al., 2015), 从而有更低的风险感知。 

此外 , 负性生活经历对风险感知也有影响 , 

不过研究的结论却并不一致 , 主要表现在两方

面：第一, 影响的正负性, 先前负性生活经历与风

险感知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研究结论并不

一致(Knuth et al., 2015)。Terpstra (2011)曾经指出, 

先前负性生活经历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可能依赖于

个体经历负性事情的情感, 先前经历的事件诱发

的是负性情感, 风险感知就会较高, 如果对负性

生活经历的回忆诱发了个体的积极情绪, 那么先

前负性生活经历并不会诱发对未来的较高的风险

感知。第二, 影响的范围, 即负性生活经历影响是

否具有跨事件性也存在争议(Knuth et al., 2014)。

有研究认为具有某种灾害负性生活经历, 仅仅会

对这种灾害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影响, 而不会影

响到对其他类事件的风险感知。例如 Kellens, 

Zaalberg, Neutens, Vanneuville 和 De Maeyer (2011)

研究表明经历过风浪灾害, 不会影响洪水风险感

知; 而有洪水灾难经历的人则会产生更高的洪水

灾害风险感知。不过, 也有研究显示相反的证据, 

如 Blum, Silver 和 Poulin (2014)的研究发现, 无论

先前经历了哪种类型的负性生活事件, 个体对未

来负性事件(包括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科技灾难

以及暴力犯罪)都会有更高的风险感知, 支持了负

性生活经历影响的跨事件性。总体来说, 负性生

活经历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尚不明确, 无论是背后

的中介机制还是其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都值得未

来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3.3  情绪 

情绪对风险的认知评估有显著的影响(Freimuth 

& Hovick, 2012)。而恐怖袭击比其他灾害事件与

情绪的联系更为紧密, 而且这些情绪也常常产生

强大的驱动力, 影响到民众对恐怖袭击的种种行

为反应, 可能造成更进一步的社会危害。例如：

恐怖袭击常常给人们带来愤怒、恐惧和悲伤等情

绪(Lerner, Gonzalez, Small, & Fischhoff, 2003), 而

这些情绪状态又会对风险认知的判断产生影响

(Loewenstein, Weber, Hsee, & Welch, 2001; Slovic, 

Finucane, Peters, & MacGregor, 2004)。关于情绪对

风险感知的影响, 早期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情绪效

价假说(valence-based approach), 即将情绪划分为

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 与正性情绪相比, 负性情

绪会导致人们产生更高的风险感知(Lerner & Keltner, 

2001; Rosenboim, Benzion, Shahrabani, & Shavit, 

2012)。而后来则倾向于依据评估倾向(“appraisal- 

tendency”)的假说。评估倾向的假说认为：仅仅从

情绪正负效价的角度来考察其影响是远远不够的, 

不同的情绪反应可能意味着个体对威胁性事件的

控制感和应对效能感存在差异。Lerner 和 Keltner 

(2001)的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 同样都是负性

情绪——愤怒和恐惧, 却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愤

怒情绪下产生较低的风险感知, 而恐惧则感知到

的风险较高 , 具体来说 , 愤怒情绪状态下 , 控制

感较高, 而感知到的风险比较低; 而恐惧条件下, 

个体的控制感很低, 感知到的风险则较高。此外, 

他们在实验室中得出此研究结果之后, 于 2003 年

进行的一项全国样本的现场实验研究也支持了这

一结论(Lerner et al., 2003), 他们通过播放不同的

新闻诱发参与者产生不同的情绪——愤怒和恐惧

或悲伤, 最终发现, 现场实验和他们 2001 年的实

验室研究结论一致。 

近些年来, 对于具体情绪与风险感知的关系, 

研究者们在火灾(Shavit, Shahrabani, Benzion, & 

Rosenboim, 2013)、交通事故(Barnard & Chapman, 

2016; Lu, Xie, & Zhang, 2013)、食品安全(Shim & 

You, 2015)、气候变化(Keller et al., 2012)等诸多领

域进行的研究均显示了愤怒和恐惧的确对风险感

知的影响不同, 这也支持了评估倾向的假说。未

来研究可进一步考虑具体情绪、社会认知和恐怖

袭击风险感知关系的综合模型, 挖掘情绪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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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心理机制和其发生作用的边

界条件, 以及由此导致的态度和行为倾向的变化

规律。从而为当下国际国内环境下的民众对移民、

宗教的态度以及对旅行安全检查等等的社会现实

问题提供心理学角度的解释和支持。 

4  研究展望 

过去几十年间, 心理学界对恐怖袭击风险感

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也获得了一些较

为公认的结论, 但是在以下方面仍存在着不少值

得继续深入的地方。 

4.1  加强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测量方法的探讨 

恐怖袭击风险感知测量方式值得进一步探

索。就目前的研究来看, 学者们对恐怖袭击风险

感知的测量方式单一, 基本上都采用问卷测量和

口头报告的方法, 并且所选择的维度还缺乏一致

性。这大大限制了该领域研究的进展。首先, 采

用自我报告的问卷法假设了被试具有一定的知识

水平和理解力, 不仅限制了施测的范围, 而且如

果被试对问卷题目的理解有差异, 还造成了问卷

的信效度较低。其次, 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测

量采用问卷法可能更无法获得必要的感知成分 , 

由于恐怖袭击会诱发个体的情绪反应(恐惧、悲伤

等)并带来生理水平的变化 (Lerner et al., 2003), 

但无论是受到自身意识能力还是社会情境的限制,

传统的问卷测量和自我报告法在获取情绪反应数

据时都存在着较大的不足。此外, 学者们在构建

恐怖袭击风险感知心理测量的维度时, 都是根据

自己的研究目的, 从众多维度中选取, 并无明确

的选择标准。恐怖袭击风险感知测量方式的单一

以及问卷测量维度缺乏一致性, 造成了在分析恐

怖袭击风险感知的相关变量时产生偏差。例如：

恐怖袭击风险感知与其相关变量(如情绪、负性生

活经历或行为反应)的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学

者们认为原因可能是不同的研究关注了风险感知

的不同维度(Ferrer, Portnoy, & Klein, 2013; So, 

2013)。 

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探索恐怖袭击风险感知

生理层面的测量。对生理层面(血压、皮肤电、心

率、脑电)进行测量的数据能弥补采用问卷法或自

我报告法测量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不足, 获得更

为客观准确的指标。例如：有研究者认为, 之所

以男性比女性感知到的恐怖袭击风险更低, 正是

由于在社会情境中, 男性更羞于承认自己感到恐

惧或害怕(Sutton et al., 2011), 而并非他们的确不

会感到害怕, 基于自我报告的问卷测量无法获得

真实的资料, 这种情况下, 脑电的指标在情绪的

测量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优势 (Vecchiato et al., 

2011)。这样 , 在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研究中 , 

结合生理层面数据的结果可能更好地获得反映恐

怖袭击风险感知的真实情况。除此之外, 即便是

采用基于心理测量范式的传统的问卷法, 在选取

用于测量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维度上, 也有待制

定更为可操作性的标准, 制定出针对具体研究目

的的固定的维度选取方案, 例如针对某一特定的

研究问题, 固定测量某几个具体的风险感知维度, 

而目前这一工作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因此, 总

体上来说, 加强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测量方式的

探索是对该领域的研究颇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 , 

会促使人们更好的理解恐怖袭击风险感知以及与

随后的心理行为反应的关系。 

4.2  探索人们风险感知的心理加工机制 

关于恐怖袭击风险感知中的认知机制问题也

有待进一步探究。在以往的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

的研究中, 由于学者们大多仅仅采用了传统的问

卷测量或行为研究的方法, 还只是对影响风险感

知的因素和风险感知与行为反应的关系做了初步

的研究, 缺乏对恐怖袭击风险感知认知加工机制

的探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造成了对人们恐怖袭

击风险感知具体心理过程理解的欠缺, 也就使得

在解释外界信息如何作用于恐怖袭击风险感知的

具体机制上存在困难。例如：尽管目前的研究者

已经发现人们感知风险可能采用两种系统 , 即

“分析性系统 (analytic system)”和 “经验性系统

(experiential system)”, 而且这两种系统负责处理

的信息不同：那些影响到恐怖事件可能性和严重

性的信息在分析性系统中起作用, 而带有情感性

信息的图式或者有个体意义的信息则在经验性系

统中发挥作用(Slovic & Weber, 2002)。但尽管如此, 

分析性系统和经验性系统在恐怖袭击事件中发挥

的作用却并不完全相同。大多数研究指出, 由于

恐怖袭击更具有情绪性色彩, 因此, 个体对恐怖

袭击威胁的感知可能更多地依赖经验性系统(Lee 

& Lemyre, 2009)。不过, 这一假设有待进一步的

验证。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借助于神经成像的技

术(如 fMRI), 深入探索个体感知恐怖袭击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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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制。根据目前的脑认知领域的研究成果, 基

于认知控制的分析性加工系统与大脑背侧前扣带

回(dACC)的激活有关(Wang et al., 2013), 而基于

情绪的经验性系统则和杏仁核(the amygdala)的活

动有关(Khalid, Helander, & Hood, 2013), 由此, 

探究恐怖袭击风险信息的加工与这两个脑区的活

动水平的关系, 一定程度上可以回答恐怖袭击风

险感知更依赖于哪种认知加工系统的问题。 

4.3  加强我国社会背景下的恐怖袭击风险感知

研究 

风险感知本质上是主观建构的, 受到社会文

化环境、个体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文

化会造成个体的认知、情绪以及动机上的不同 , 

进而影响民众对于恐怖袭击事件的风险感知。许

多跨文化研究指出, 不同国家的民众对恐怖袭击

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Kaptan et al., 2013; Lee, 

Dallaire, & Lemyre, 2009)。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

显著的社会背景差异, 例如西方文化更多地是个

体主义的文化, 西方文化下的个体更多地使用分

析性思维方式 ; 而东亚文化则是一种互依文化 , 

东亚地区的个体更多地使用整体性思维方式

(Telhelm et al., 2014), 这种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

异可能造成民众在恐怖袭击风险感知上存在较大

的差异。另外, 研究也显示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

体在对生活满意度做出判断时, 更少地使用情绪, 

那么诸如愤怒和恐惧所带来的风险感知差异可能

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并不明显(Suh, Diener, Oishi, 

& Triandis, 1998)。而且, 恐怖袭击事件作为一种

新型的灾害类事件, 既是一种“共识类灾难事件” 

(即几乎被所有人都视为是对人类有害的灾难性

事件, 例如：地震或火灾等)又是一种“冲突性灾难

事件” (即不同团体之间以给对方制造伤害和恐惧

为目的的灾难性事件 , 例如：民族冲突或战争) 

(Peek & Sutton, 2003), 在这种相对更为特别的事

件中, 政府对恐怖袭击事件的态度和行为反应可

能是影响民众心理感知的关键 (Lee & Lemyre, 

2009)。近年来, 我国所面临的恐怖袭击威胁同全

世界一样越来越大, 而中国学者在恐怖袭击风险

感知领域所做的研究还相对贫乏。由于中国的文

化和制度以及社会状况和西方社会有着显著的不

同, 因此, 在我国社会环境下研究民众对恐怖袭

击事件的风险感知不仅能够全面了解相关社会心

态与舆情, 也必将对于进一步理解风险感知的心

理机制、完善风险感知的文化理论, 做出重要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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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risk perception of terror 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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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ubei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Key Laborator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Risk perception of terror attacks refers to assessments of the likelihood, potential impacts,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of terror attacks. Unlike the study of other risks, the hazard of terrorism by its very 

nature is manmad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n, where, and what type of attack may occu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review three main frameworks which have been proposed to study risk 

perception of terror attacks, namely, 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Then,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humans’ risk perception of terror attacks were reviewed, including 

media,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emotions. Based on this research,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further studies 

should try to develop standard tools to measure the risk perception of terror attacks, and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 risk perception of terror attacks. Just as crucial, research specific to the context of 

China is necessary. 

Key words: terrorism; risk perception; 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 culture theory;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